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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疫情传播的多模式交通收费与补贴政策

郑 煜
（上海理工大学 管理学院，上海 200093）

摘要：从方法论角度提出一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交通

应急管理方法。第一阶段构建交通分配模型，第二阶段构建

双层结构的交通管理模型。数值模拟结果表明：通过调节高

铁票价、优化私家车平均载客数和共享出行补贴方案，可有

效降低高社交接触频率地区以及高感染风险交通出行方式

下的出行总人数。

关键词：交通应急管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交通流分配；交

通收费；交通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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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mode Traffic Toll and Subsidy
Policy to Contain Epidemic Spread

ZHENG Yu
（Business School，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Shanghai 200093，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thodology， a
traffic emergency management method unde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was proposed. The first stage was to
build a traffic flow distribution model and the second
stage was to build a bi-level traffic management model.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by adjusting the
ticket price of high-speed railway，optimizing the average
number of passengers carried per private vehicle and the
ridesharing subsidy scheme，the total number of people
from high social contact frequency areas or in high risk
travel modes can be decreased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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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traffic flow assignment；

traffic toll；traffic subsidy

传染性疾病对全世界公共卫生是巨大的威胁，

了解病毒的传播途径对于传染病的防控非常重要。

虽然与病毒传播控制相关的问题已被广泛研究，但

是大部分集中在公共卫生与行政政策制定等领域。

经验表明，大部分流行病最初是通过交通系统进行

跨区域传播，但从交通运输渠道控制病毒传播的研

究却相对被忽视。因此，提出一种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下的交通应急管理方法（下文简称公共卫生交通

管理方法），从方法论角度给出解决方案。以新冠肺

炎传播为研究对象，基于该方法提出控制疫情大规

模传播的最优交通管理方案。

1 文献综述

1. 1 交通分配模型与双层规划模型

交通分配模型可以较好地再现实际交通状态，

对交通网络的使用情况作出分析与预测。正确的交

通分配模型可为交通管理与控制、动态路径诱导等

提供依据。针对不同的交通网络结构以及用户出行

选择行为，Sheffi［1］、黄海军［2］、唐铁桥等［3］提出了不同

的交通分配模型。从交通出行方式多样性角度，可

将交通分配模型分为单模式交通分配模型和多模式

交通分配模型；根据用户的出行选择行为（如路径选

择、出行方式选择、目的地选择等）是否随机，交通分

配模型又可分为（确定）用户均衡模型和随机用户均

衡模型。本研究中考虑交通出行方式的多样性以及

用户路径选择行为的随机性，构建多模式随机交通

分配模型。采用双层规划模型表示交通管理问题。

对于上层模型，交通管理者通过设计交通管理方案

使得整个交通网络的性能达到最优（如系统总出行

时间最小、社会福利最大等），而下层模型是描述出

行者在交通网络中的交通出行行为。Yang等［4］总结

了近30年来经典的城市道路拥挤收费模型，其中大

部分利用双层规划刻画管理决策与交通流分布之间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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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突发疫情下交通应急管理研究

在对交通运输网络疫情传播进行有效建模的基

础上分析交通运输活动影响疫情传播的机理，继而

对交通网络运行状态进行调控是突发疫情下交通应

急管理的核心问题之一。经调查后发现，已有研究

主要通过相变分析、网络分析、数值仿真等方法，定

位关键调控交通因子、参数，寻求最佳防控措施。

文献［5-7］中采用病毒扩散模型研究感染人数

随时间演化的规律，常见的病毒扩散模型有 SIR、
SIS、SEIR等（S、I、R、E为流行病学分类通常使用的

缩写词，S类代表易受感染的个体，I类代表有传染

性的个体，R类代表感染后获得永久免疫力的康复

个体，E类代表接触过感染者但不存在传染性的个

体，在一个模型中选择包含哪些类别取决于被建模

的特定疾病的特征和建模的目的）。通过系统相变

分析计算病毒扩散模型的临界值，得到系统发生跳

变或达到稳态2种状况下感染人数关于疾病传染参

数的表达式，并通过控制参数值寻求最佳防控措施。

相变分析方法适用于模型结构简单并且各级相变状

态存在解析解的情况。Bota等［8］分析了某个地区乘

客的公共交通出行方式，定义了一种公共交通系统

乘客出行接触网络，然后基于网络分析提出了能有

效识别需要监控的网络关键组成部分的方法，最后

通过模型计算验证该方法的可靠性。网络分析方法

适用于网络规模不大、交通线路较单一且交通需求

方式较为固定的传染病传播模型。近年来，研究者

们综合利用数学模型和统计模型，基于多源信息对

传染病扩散规律进行建模，并通过数值模拟对病毒

传播的时空过程进行描述［9-11］。数值模拟方法的分

析过程简单且分析结果直观，但对数据的充分性与

可靠性依赖度较高。针对我国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中出现的问题，谢驰等［12］指出了交通运输管理

的重要性，从管理科学角度分析疫情期间高感染风

险的出行需求，并设计合理的交通管理方案，从而安

全有效地调度有限的交通资源。

2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交通应急管理

不同于其他突发事件的交通应急管理模式，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下交通应急管理的基本原则有［13］：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交通应急预案的制定，应当以

突发事件的传播特性为依据，对与突发事件传播有

关的交通运输方式以及交通区域加强防治抵御工

作；在确保传染病病毒传播和蔓延抑制的前提下，尽

量做到交通不中断、客流不中断；重大传染病疫情发

生后，应当对可能传播传染病的交通工具、乘运人

员、货物以及应急工作人员采取消毒和其他卫生防

护措施。依据以上原则，将交通大数据与交通流分

配、交通优化理论相结合，提出公共卫生交通管理方

法。支持公共卫生交通管理方法可行的前提条件包

括：第一，公共卫生事件的传播具有规律性，通过历

史事件得来的交通管理经验可为以后相似公共卫生

事件的交通应急处理提供指导依据；第二，除交通因

素外的其他应急管理措施（如政府规定的强制隔离

措施、以社区为单位的进出管控等）的执行力度与施

行效果保持不变，只考虑交通因素对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传播的影响。公共卫生交通管理方法包含2个
阶段，如图1所示。

2. 1 公共卫生交通管理方法第一阶段

（1）步骤一，模型选择。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下交通系统及出行群体的特点，选择合适的交通分

配模型。

（2）步骤二，参数修正。结合同类型或相似类型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历史交通数据对交通分配模

型参数进行修正，数据包括历史交通流分配数据以

及与突发事件传播目的地相关的数据。

（3）步骤三，误差分析。利用修正后的交通分配

模型预测历史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交通流分布，

并对比预测结果与实际数据。若预测结果与实际数

据相差较大，则收集更多的数据继续修正模型参数，

直到接近实际数据。

（4）步骤四，模型判断。若参数调节无法改善模

型预测性能，则选择其他交通分配模型：重复以上步

骤直至获得理想的预测结果。

（5）步骤五，确定优化目标与交通管理参数。确

定交通分配模型后，确定下一阶段交通应急管理的

优化目标以及对优化目标有重大影响的交通管理参

数。将模型计算得到的交通流分布结果与实际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下的交通流分布作对比，找到与实际

情况误差较大的交通流分布结果。例如，某种交通

方式下的交通流分布预测结果或某地区的交通流分

布预测结果明显低于实际值，说明该交通方式下或

该地区的公共卫生事件感染风险要高于平均水平，

可以作为下一步需要优化的目标。明确与交通管理

措施相关的交通管理参数，如与高铁交通管理相关

的高铁票价，与高速公路交通管理相关的高速公路

收费价格等。在此基础上，对优化目标进行不同交

通管理参数的灵敏度分析，找到对优化目标影响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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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交通管理参数，并确定该参数所对应的交通应

急管理措施，如与高铁票价对应的管理措施为调节

高铁票价，即提高或降低价格。

2. 2 公共卫生交通管理方法第二阶段

（1）步骤一，构造双层规划模型。在第一阶段分

析结果的基础上，构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交通应

急管理双层规划模型。上层模型优化变量为第一阶

段确定的交通管理参数，上层模型优化目标为第一

阶段确定的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传播强相关的不同

类型交通需求；下层模型为第一阶段确定的交通分

配模型。

（2）步骤二，双层规划模型计算。通过求解该双

层规划模型可以得到最优交通应急管理决策。

3 武汉迁徙人口的交通流分布预测

3. 1 预测模型

3. 1. 1 多方式出行成本函数

考虑5种主要出行方式，即私家车出行方式、高

铁出行方式、普通火车出行方式、长途客车出行方式

和飞机出行方式。多方式交通出行成本函数的相关

参数值是从连接武汉与其他城市的实际交通网络中

获得的经验数据。令Cd，m表示从武汉到目的地为d
出行方式为m的出行成本（d∈D，m∈M，M=｛私家

车，高铁，普通火车，长途客车，飞机｝）。目的地集合

D包括湖北省内部分地级或县级城市（15个，不包括

武汉）和中国除湖北省外的33个省级地区。将湖北

省内 15个城市组成的集合定义为D in（D in=｛孝感，

黄冈，荆州，咸宁，鄂州，襄阳，黄石，荆门，随州，仙

桃，宜昌，天门，十堰，恩施，潜江｝），33个省级地区组

成的集合定义为Dout（Dout=｛河南，湖南，安徽，江

西，广东，江苏，重庆，四川，山东，浙江，河北，福建，

北京，广西，陕西，上海，山西，贵州，云南，海南，甘

肃，辽宁，黑龙江，新疆，内蒙古，吉林，天津，宁夏，青

海，西藏，香港，澳门，台湾｝），则D=D in ∪Dout。

从武汉到各目的地使用不同交通方式出行的成

本函数如下：

（1）私家车出行方式

Cd，at=
vatTd，at+ εatld+Fd，hw

n
，∀d∈D （1）

式中：εat为每公里消耗的汽油成本；ld为驾驶私家车

从武汉到目的地d的公里数；Td，at为乘坐私家车的出

行时间；vat为乘坐私家车的单位时间货币价值，将出

行者的出行时间进行货币化可得到出行时间成本，

即出行时间的货币价值；Fd，hw为高速公路通行费成

本；Cd，at为乘坐私家车的出行成本；n为私家车平均

载客数。成本函数由三项组成：第一项为乘坐私家

车出行时间的货币价值；第二项为本次出行所消耗

图 1 公共卫生交通管理方法流程

Fig. 1 Flow chart of public health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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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汽油成本；第三项为高速公路通行费成本，可由我

国高速公路每公里平均收费金额与高速公路总路程

长度的乘积计算得到。考虑私家车平均载客数对私

家车出行效用的影响。私家车平均载客数n是指一

辆私家车的平均乘员数。武汉市交通运输局公布的

数据显示，武汉市私家车的日常平均载客数为 1. 8
人·辆−1。此外，来自湖北省春运办的报道，近几年

春运期间出行方式出现了从公共交通向私家车转移

的现象。亲友共同分担出行费用以及较大的行李空

间、无需换乘等优势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个人乘坐私

家车返乡。因此，假设春运期间，武汉市私家车平均

载客数不低于日常平均载客数（1. 8 人·辆−1），n的
值取2。

（2）高铁出行方式

Cd，hr= vhrTd，hr+ τd，hr，∀d∈D （2）

式中：Td，hr为乘坐高铁的出行时间；vhr为乘坐高铁的

单位时间货币价值；Cd，hr为乘坐高铁的出行成本；

τd，hr为高铁票价。乘坐高铁的出行成本由两项组成：

第一项为乘坐高铁出行时间的货币价值，第二项为

高铁票价。

（3）普通火车出行方式

Cd，r= vrTd，r+ τd，r，∀d∈D （3）

式中：Td，r为乘坐普通火车的出行时间；vr为乘坐普

通火车的单位时间货币价值；Cd，r为乘坐普通火车的

出行成本；τd，r为普通火车票价。乘坐普通火车的出

行成本由两项组成：第一项为乘坐普通火车出行时

间的货币价值，第二项为普通火车票价。

（4）长途客车出行方式

Cd，c= vcTd，c+ τd，c，∀d∈D （4）

式中：Td，c为乘坐长途客车的出行时间；vc为乘坐长

途客车的单位时间货币价值；Cd，c为乘坐长途客车的

出行成本；τd，c为长途客车票价。乘坐长途客车的出

行成本由两项组成：第一项为乘坐长途客车出行时

间的货币价值，第二项为长途客车票价。

（5）飞机出行方式

Cd，f= v fTd，f+ τd，f，∀d∈D （5）

式中：Td，f为乘坐飞机的出行时间；v f为乘坐飞机的

单位时间货币价值；Cd，f为乘坐飞机的出行成本；τd，f
为飞机票价。乘坐飞机的出行成本由两项组成：第

一项为乘坐飞机出行时间的货币价值；第二项为飞

机票价。

3. 1. 2 多模式交通网络均衡模型

考虑目的地与交通出行方式的双重选择，提出了

一个多模式交通网络随机用户均衡模型，如下所示：

min
qd，m，qd
∑
d∈D
∑
m∈M
∫
0

qd，m ( )1
θd
ln w
qd
+Cd，m- βd，m dw+∑

d∈D
∫
0

qd ( )1
δ
ln w
Q
- αd dw （6）

约束条件：

∑
d∈D
qd=Q （7）

∑
m∈M

qd，m= qd，∀d∈D （8）

qd≥0，∀d∈D （9）

qd，m≥0，∀d∈D，∀m∈M （10）

式中：θd为与前往目的地d的交通出行方式选择相

关的阻抗参数；δ为与目的地选择相关的阻抗参数；

βd，m为前往目的地d的交通出行方式m的吸引力参

数；αd为目的地d的吸引力参数；qd，m为前往目的地d

的交通出行方式m的交通需求；qd为前往目的地 d

的交通需求；Q为总出行需求。为量化每个目的地

对武汉的吸引力，定义了目的地吸引力的加权函数，

如下所示：

αd= aHdLkdd+ bPd，∀d∈D （11）

式中：Hd为归一化后目的地d的历史需求分布比例；

Pd为归一化后目的地d的人口数量；Ld为归一化后

目的地d与武汉之间的距离；a为参数Hd的加权系

数；b为参数Pd的加权系数；kd为参数Ld的加权系

数。加权系数 a、b、kd反映了历史需求分布比例、人

口数量、与武汉之间的距离这3个因素对目的地d吸

引力的影响程度。从实际生活经验可以观察到：目

的地 d的历史需求分布比例Hd往往与其到出发城

市的出行距离Ld成反比。参考式（17）可知，从武汉

到目的地d的广义出行成本 ud与出行时间成正比，

而出行时间又与广义出行距离Ld正相关，因此从武

汉到目的地d的广义出行成本ud与出行距离Ld成正

比。为了消除出行距离Ld对广义出行成本 ud和历

史需求分布比例Hd的影响，将历史需求分布比例相

关项aHd乘以出行距离Ld的修正系数kd。

标记目的地d的历史需求分布比例、人口数量

和出行距离的原始数据为hd、pd、ld。由于hd、pd、ld分

别是由不同计量标准得到的数值，因此不能直接相

加，需要进行归一化处理。归一化后的历史需求分

布比例、人口数量和出行距离计算式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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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
hd

min hd
，∀d∈D （12）

Pd=
pd

min pd
，∀d∈D （13）

Ld=
ld

max ld
，∀d∈D （14）

式中：min ( ∙ )函数用于获取列表中最小项；max ( ∙ )函
数用于获取列表中最大项。由式（14）可知，0≤
Ld≤1，则对于任意 kd（kd>0），加权距离Lkdd 的取值

范围在 0到 1之间。出行者的感知偏差也会对出行

者的行为产生影响，如短途出行者对出行成本的敏

感度要普遍高于长途出行者，这一心理现象已经在

随机交通流分布领域得到了深入研究［14］。由此可以

认为，湖北省内的出行者比湖北省外的出行者对出

行成本更为敏感。相应地，省内出行者对目的地吸

引力的感知程度大于省外出行者，对于目的地吸引

力计算，就需要满足Lkdd（d∈D in )>Lkdd（d∈Dout )。已

知0≤Ld≤1，因此 kd（d∈D in）> kd（d∈Dout )。在武

汉市春运期间，流动人口构成出行需求的主体，历史

交通流分布信息可以为以后的交通流分布预测提供

重要的参考依据。突出历史交通流分布信息对目的

地吸引力估计的重大影响，设定与历史需求分布比

例相关的加权系数大于与人口数量相关的加权系

数，即a> b。相关参数值如表1所示。式（6）~（10）
描述了基于双层嵌套Logit选择模型的随机用户均

衡问题。式（6）为目标函数；式（7）为出行总需求守

恒约束，确保分配到武汉市内不同目的地的交通流

量总和等于总出行需求Q，2019年武汉市春运期间

总出行需求Q为5 000 000；式（8）为目的地需求守恒

约束，保证分配到某目的地的不同交通出行方式的

交通流量总和等于从武汉到该目的地的交通需求；

式（9）和（10）要求目的地需求和交通出行方式需求

满足非负条件。

通过该随机用户均衡问题的一阶条件可以得到

关于交通出行方式选择和目的地选择的双层嵌套

Logit模型，如下所示：

qd，m= qd
exp (-θd (Cd，m- βd，m ) )
∑
x∈M
exp (-θd (Cd，x- βd，x ) )

，

∀d∈D，∀m∈M （15）

qd=Q
exp (-δ ( ud- αd ) )
∑
x∈D
exp (-δ ( ux- αx ) )

，∀d∈D （16）

式中：ud是用户感知到的从武汉到目的地d的广义

出行成本。ud为每种交通出行方式下出行成本的对

数和，计算式如下所示：

ud=-
1
θd
ln ∑

m∈M
exp (-θd (Cd，m- βd，m ) )，

∀d∈D （17）

此随机用户均衡问题的求解分两步：首先根据

式（17）计算目的地广义出行成本 ud（∀d∈D），然后

按照交通流分配原则（15）与（16），求得目的地需求

和交通出行方式需求，即qd、qd，m。
3. 2 预测结果分析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不久，共有 500多万人离

开武汉。利用第3. 1节中提出的交通分配模型分析

武汉市500万人的迁徙去向。将人口出行分布分为

两部分：一部分从武汉市到湖北省其他城市，属于省

内出行；另一部分从武汉市到其他省市，属于省外

出行。

为了方便计算式（11）中的参数Hd，采用武汉市

到其他省份省会城市的出行效用统一代表到该省其

他城市的出行效用。利用腾讯社交网络春节地理定

位数据平台收集到的 2017年武汉向其他目的地迁

移的数据，除河南、安徽、湖南、江苏、浙江、广东等省

份外，武汉市到其他省级地区的交通流量大部分集

中在该省的省会城市，因此在计算式（11）中的参数

Pd时，采用省会城市的人口数量来代替该省的人口

数量。对于河南、安徽、湖南、江苏、浙江、广东这 6
个省，则采用该省2017年武汉市外来人口最多的几

个城市的人口总和来代替该省的人口数量。

式（11）中的出行距离Ld采用从武汉到各目的

地的公路长度。根据日常出行经验，各交通工具出

行时间货币价值的设置遵循v f< vhr< vat< vr< vc。
此外，还考虑了不同种类的出行者对于出行成本的

感知偏差，相关研究结果［14］表明，短途出行者比长途

出行者对出行成本更为敏感，设定 θd，m 的值在

∀d∈D in情况下是∀d∈Dout情况下的5倍。

3. 2. 1 交通流分布预测结果分析

利用第3. 1节中提出的交通分配模型计算得到

武汉市到其他48个目的地（包括湖北省内15个城市

表 1 基于嵌套Logit的交通分配模型相关参数

Tab. 1 Parameters for nested-Logit-based traffic
assignment model

参数

vat
vr
vc
vf
vhr

值

1. 20
1. 25
1. 30
1. 00
1. 10

参数

θd ( ∀d∈D in )
θd ( ∀d∈Dout )
kd ( ∀d∈D in )
kd ( ∀d∈Dout )

a

值

0. 05
0. 01
0. 3
0. 5
10

参数

εat
n
δ

βd，m ( ∀d∈D，∀m∈M）

b

值

0. 6
2

0. 003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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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33个省外目的地）的交通流量。另外，从百度迁

移大数据平台收集到了 2019年春运期间武汉市实

际的迁徙分布数据，用以分析预测误差。图 2为所

有目的地交通流量的预测值与实际值对比。预测得

到孝感、黄冈、荆州、咸宁、鄂州是湖北省内迁徙人数

最多的5个城市，河南、湖南、安徽、江西是湖北省外

迁徙人口最多的 4个省份，这与实际情况保持

一致。

3. 2. 2 疾病传播预测结果分析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报道，从2020年
3月 18日开始中国新增确诊病例均为境外输入，因

此将 2020年 3月 18日当天统计到的确诊病例数作

为此次国内疫情传播的最终确诊病例数。定义从武

汉离开的出行者的平均发病率

γ= z
5 000 000 ×100% （18）

式中：z为除武汉外的全国确诊病例数。已知 z=
31 296，可以得到 γ=0.625 9%，再利用计算式 qdγ
（∀d∈D）进一步预测不同目的地的发病人数。

图3为不同地区新冠肺炎发病人数的实际值与

预测值对比。可以观察到，模型的预测结果高估了

湖北省内大部分城市以及河南、湖南两省的发病人

数。在第 3. 2. 1节的交通流预测结果中，这些城市

或省份是预测交通流量分布最多的目的区域。这说

明湖北省内以及河南与湖南两省的实际发病率要低

于平均发病率。中国政府在此低发病率现象背后发

挥了重要作用。为防止疫情传播扩散，中国政府采

取的有效防控措施包括：疫情发生后立即对湖北省

内12个城市的公共交通实行阻断；在湖北省内建设

临时治疗中心，如方舱医院等；其他省市对来自武汉

的出行者实行为期两周的强制性自我隔离；指定并

实施以社区为单位的疫情防控管理制度；所有紧缺

物资实行国家统一调度，如调度医务人员和医疗设

备到医疗资源匮乏地区等。此外，模型的预测结果

低估了包括广东、重庆、四川、山东、浙江、北京、上

海、黑龙江、香港、澳门等在内的目的地的发病率。

原因可能是大部分以上地区的商业活动较为频繁，

而商业活动过程中人与人的亲密接触会增加感染新

冠肺炎的风险，导致发病率的上升。此外，黑龙江省

感染人数较多很大程度上与聚集性活动中的病毒传

播有关［15］。

图 2 交通流量的实际结果与预测结果对比

Fig. 2 Comparison of traffic volume between actual and estimated results

图 3 发病人数的实际结果与预测结果对比

Fig. 3 Comparison of patient number between actual and estimated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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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3 不同交通出行方式需求分布预测结果分析

为了遏制新冠肺炎的大规模传播，对武汉乃至

几乎整个湖北省的公共交通系统实施了阻断。在此

背景下，研究特定交通出行方式限制政策对武汉迁

徙人口分布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表2可
知，对某一交通出行方式的阻断将导致其他出行方

式交通流量的增长，其中阻断高铁出行方式对其他

出行方式交通流量增长的影响最为显著，因此在阻

断高铁出行方式的情况下应加强对其他公共交通方

式的疫情防控工作。研究还表明，对某一交通出行

方式阻断导致的其他出行方式的交通需求量增长是

不同的。例如，在湖北省内实施普通火车出行方式

阻断对于私家车出行交通需求量的增长影响最大

（增长63. 65%），而对私家车出行方式实施限制则会

导致长途客车出行出现最大增长率（增长42. 98%）。

对与某交通出行方式阻断高度相关的其他公共交通

方式加强管理，可以降低病毒通过这些公共交通出

行方式大规模传播的风险。

3. 2. 4 模型的灵敏度分析

对交通管理参数（包括高速公路通行费成本

（Fhw）、高铁票价（τhr）、普通火车票价（τr）、长途汽车

票价（τc）、飞机票价（τ f）和私家车平均载客数（n））进

行灵敏度分析。通过鼓励交通流从公共交通方式转

向私家车出行，将降低突发疫情通过公共交通传播

的风险。表 3中，Qat为私家车出行方式交通需求总

量。由表3可见，n（私家车平均载客数）的增加对Qat

值提升的正面影响最大，其次是提升 τhr（高铁

票价）。

第 3. 2. 2节的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发达地区以

及大型聚集性活动频繁地区的社交接触多、疾病传

播风险较高，抑制这些目的地的交通需求也是防止

病毒大规模传播的有效途径之一。定义Qhi为高社

交接触频率地区的总出行需求。表 3中列出了Qhi

对不同交通管理参数的灵敏度。利用Qhi关于各交

通管理参数的灵敏度信息识别出能够引发Qhi负增

长的交通管理参数。本研究中，n的减少导致Qhi的

下降最快，增加 τhr的效果紧随其后，这表明降低私家

车平均载客数和提高高铁票价是抑制武汉到高风险

目的地交通出行的有效途径。注意到减小n的同时

Qat下降，这与促进私家车出行方式需求量增长的初

衷相悖，应当考虑到这种矛盾的存在，对交通管理参

数进行合理设置。

4 控制疫情传播的交通收费与补贴方
案设计

4. 1 方案模型

采用对省外出行者发放共享出行补贴提高省外

私家车平均载客数、提高省外高铁票价以抑制省外

高社交接触频率地区的出行总人数2种方法。目前

关于如何发放共享出行补贴尚在研究和摸索阶

段［16-17］，假定由政府或共享出行相关运营企业向省外

共享出行的私家车乘客每人发放固定金额的共享出

行补贴，以实现期望达到的省外私家车平均载客数

水平，并约束省外共享出行补贴总金额不超过由省

外高铁票价上调带来的财政总收入。构建一个双层

规划模型，上层模型的优化变量为省外私家车平均

载客数增量（Δnout）以及省外高铁票价上调金

额（Δτhr）。
考虑省外私家车平均载客数增量Δnout对私家车

出行成本函数的影响，计算式如下所示：

Cd，at=
vatTd，at+ εatld+Fd，hw

n+Δnout
，∀d∈Dout （19）

考虑省外高铁票价上调金额Δτhr对高铁出行成

表 2 某交通出行方式阻断下其他交通出行方式的需求增长

Tab. 2 Demand growth of the other traffic patterns when applying lockdown on one traffic pattern

目的地

省内

目的地

省外

阻断的交通出行方式

私家车
高铁

普通火车
长途客车

阻断的交通出行方式

私家车
高铁

普通火车
长途客车

飞机

其他交通出行方式需求增长百分比/%
私家车

25. 54
35. 29
42. 98

其他交通出行方式需求增长百分比/%
私家车

19. 98
19. 77
28. 28
29. 38

高铁
121. 59

62. 22
102. 42

高铁
127. 41

98. 77
114. 78
63. 29

普通火车
14. 82
14. 34

17. 71
4. 03

普通火车
63. 65
32. 78

36. 47

长途客车
2. 42
1. 94
2. 32

0. 77

长途客车
5. 49
4. 31
4. 02

飞机
4. 13
1. 37
0. 50
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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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函数的影响：

Cd，hr= vhrTd，hr+ τd，hr+Δτhr，∀d∈Dout （20）

上层模型的优化目标是提高省外私家车出行人

数的同时减少高社交接触频率地区的交通总需求。

将均衡状态下省外私家车出行总需求用 Q̄out，at表示，

均衡状态下高社交接触频率地区交通总需求用 Q̄hi

表示，计算可得 Q̄out，at=261 451，Q̄hi=260 003。为了

方便对 2个指标进行综合评价，将对省外私家车出

行总需求及高社交接触频率地区的交通总需求进行

标准化处理，使 2个指标处于同一数量级。将省外

私家车出行总人数及高社交接触频率地区的交通总

需求与各自在均衡状态下值的比值作为衡量系统性

能的指标。α为高社交接触频率地区交通总需求的

修正系数，取值为高社交接触频率地区的平均感染

率与全国其他地区（不包括武汉）的平均感染率的比

值，参考相关数据可以得到α=5.5。以各指标加权

总和最小为上层模型优化目标，将 λ作为加权因子，

可以得到上层数学规划模型，如下所示：

min F ( Δnout，Δτhr )= λ ( )αQhi ( Δnout，Δτhr )
Q̄hi

-

( )1- λ ( )Qout，at ( Δnout，Δτhr )
Q̄out，at

（21）

约束条件：

0≤Δτhr≤Δτhr，max （22）

0≤Δnout≤Δnout，max （23）

ρQout，at≤ΔτhrQhr （24）

式中：Δτhr，max为Δτhr的上限，取 50；Δnout，max为Δnout的
上限，考虑私家车规格最小为四人座，在原来平均载

客数 2人的情况下，最大私家车载客数增量为 2，即
Δnout，max的值为2；ρ为预先规定的每个共享出行乘客

的补贴，设定为 20。约束条件（24）限定省外共享出

行补贴总金额不超过省外高铁价格上调带来的财政

总收入。

上层模型可以解释为寻找一个方案 T=
(Δnout，Δτhr )，使得高社交接触频率目的地出行人数

尽可能低，同时省外私家车出行人数尽可能高，2个
目标的相对重要性通过 λ的大小体现。目标函数

（21）中的未知数Qhi、Qout，at可由下层模型获得，下层

模型即为交通应急管理下的随机用户均衡模型。通

过求解该双层规划模型，即可得到系统性能加权总

和最小的交通应急管理方案。为求解提出的交通应

急管理方案，首先将约束条件作为惩罚因子项附加

到原上层模型的目标函数中，将上层模型转化为无

约束的极值模型，然后利用模式搜索法求解上层模

型，得到交通应急管理方案T=(Δnout，Δτhr )，最后用

连 续 平 均 算 法（MSA）求 解 下 层 模 型 ，得

到Qhi、Qout，at。

4. 2 方案效果分析

将上层目标函数中高社交接触频率地区出行总

人数目标权重 λ从 0增加至 1. 0，不同权重系数下省

外私家车出行总人数、高社交接触频率地区出行总

人数、系统加权总目标值的变化情况如图 4~6
所示。

可以观察到，以系统加权总目标值最小为目标

实行最优交通应急管理时，当目标函数中高社交接

触频率地区出行总人数目标权重 λ从 0增加至 1. 0
时，省外私家车出行总人数、高社交接触频率地区出

行总人数呈下降趋势，系统加权总目标值呈上升趋

势。当0≤ λ≤0.7时，为使系统加权总目标值最小，

需要满足省外私家车出行总人数最多的同时高社交

接触频率地区出行总人数最小。省外私家车出行总

人数受私家车平均载客数影响最大，私家车平均载

表 3 Qat与Qhi关于各交通管理参数的一阶导数

Tab. 3 Derivatives of Qat and Qhi with respect to
different input parameters

一阶导数
∂Qat
∂Fhw
∂Qhi
∂Fhw
∂Qat
∂τc
∂Qhi
∂τc
∂Qat
∂τhr
∂Qhi
∂τhr

值

-14 934. 37

21. 96

2 172. 01

21. 8

16 010. 48

-232. 22

一阶导数
∂Qat
∂τr
∂Qhi
∂τr
∂Qat
∂τf
∂Qhi
∂τf

0.1
∂Qat
∂n

0.1
∂Qhi
∂n

值

11 616. 38

168. 19

69. 88

3. 76

26 895. 38

1 954. 73

图 4 系统最优时不同权重下的省外私家车出行总人数

Fig. 4 Total number of passengers out of Hubei
Province in private car travel pattern under
different weights when system is opti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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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数的增加会引发省外私家车出行总人数的提升。

由于高铁收费与共享出行补贴平衡约束的限制（见

式（24）），私家车平均载客数最大增长幅度为 0. 7
（Δn*out=0.7），因此随着 λ值从 0增大到 0. 7，私家车

平均载客数满足最大值2. 7。同时，由于私家车平均

载客数的上升对于高社交接触频率地区出行总人数

也有促进作用，为了使高社交接触频率地区出行总

人数最少，需保持高铁收费金额为最大值50元。将

λ从0. 7继续增大，高社交接触频率地区出行总人数

对目标函数值影响较大，为使目标函数值最小，需要

满足高社交接触频率地区出行总人数最小的同时省

外出行总人数尽量最大。由于高社交接触频率地区

出行总人数与私家车平均载客数负相关，因此私家

车平均载客数增幅最小值为0（Δn*out=0），这也间接

导致了省外私家车出行总人数最低，在此基础上向

省外高铁乘客征收最大高铁收费金额（Δτ *hr=50）可

以最大程度抑制省外出行人数。因此，当 λ在［0. 7，
1. 0］范围内时，高社交接触频率地区出行总人数与

省外私家车出行总人数均达到最小值，分别为

240 010与328 972。同时，由于 λ的增大导致高社交

接触频率地区出行总人数及省外私家车出行总人数

递减，并且省外私家车出行总人数减少的幅度大于

高社交接触频率地区出行总人数减少的幅度，这会

导致系统加权总目标值递增。在实际交通应急管理

政策中，需根据一定的目标设定合理的管理决策值

（Δnout，Δτhr）和λ值。

5 结语

将交通大数据与交通分配模型、交通优化理论

相结合，提出一种公共卫生交通管理方法。第一阶

段利用随机交通分配模型分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

交通网络中的传播即分布情况，识别出需要管控的

交通性能指标以及影响这些交通性能指标的交通因

素；第二阶段构建一个双层规划模型，上层变量为交

通收费或补贴，优化目标为第一阶段分析出的需要

管控的交通性能指标，最后得到最优收费补贴决策。

数值模拟结果表明，病毒的传播与交通流分布不成

线性关系。这是由于疾病的蔓延不仅取决于交通状

况，还受政府防控力度以及地区经济活动的频度、人

群聚集活动次数的影响。对某一种交通出行方式进

行阻断会引起其他交通出行方式需求量不同程度的

变化，阻断高铁出行方式对其他出行方式的交通流

量变化的影响最明显，因此了解某一种交通出行方

式阻断行为与其他交通出行方式需求变化之间的关

联度是非常重要的。此外，灵敏度分析结果表明，对

疫情交通传播有重要影响的交通管理参数为私家车

平均载客数以及高铁收费金额。最后，通过双层规

划模型得到控制疫情传播的最优高铁票价、最优私

家车平均载客数以及共享出行补贴等交通管理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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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系统最优时不同权重下的高社交接触频率地区出行总

人数

Fig. 5 Total number of passengers in areas with
high social contact frequency under different
weights when system is optimal

图 6 系统最优时不同权重下的系统加权总目标值

Fig. 6 Weighted target value of the system under
different weights when system is opti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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